
“世界哲学” 何为

———关于日本学界 “世界哲学”探索的批判性考察

林美茂

　
摘　 要　 近年日本学界出现了关于 “世界哲学”的探索动向。该探索一方面呈现出打破近代以来日本学术传

统的畸形格局、弥合近代前后学术断裂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则具有突破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

本质意义。然而，就目前该探索所揭示的学术追求而言，似乎存在着从原来仅以西方哲学为哲学，把近代以前

的日本学术史归入思想史领域，而 “日本哲学”仅限于以近代以后采用西方哲学范式所产生的文本为对象的一

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 “世界哲学”企图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知性活动都作为 “哲学”言说对象，

寻求建构具有世界意义 “哲学的应有形态”。也因此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了哲学探索主体的地位。然而，这种所

谓的 “世界哲学”，显然混淆了 “哲学”与 “思想”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模糊了 “哲学”的爱好者、研究者以

及哲学家之间的不同。这种赋予人类一切知性活动以 “哲学”探索意蕴之 “世界哲学”的追求，就目前所提

出的理念与目标而言，显然尚未达到一种清晰的关于 “哲学的应有形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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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学界所谓的 “日本哲学”，一般仅限定于近代以后特别是 “京都学派”的学术文献。与中国学界

把传统思想都作为 “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日本学界一般只把近代以后研究西方哲学或者运用西方哲

学的思辨与论证范式展开哲学探索所诞生的文本，作为 “日本哲学”的研究对象，以此阐述 “日本哲学”如

何运用西方哲学范式探索、诠释与揭示世界等问题。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 “日本哲学”诞生之初就如此，

在明治末年最初出现 “日本哲学”学科概念时，与 “中国哲学”在近代出现的情况一样，也是把本国的传统

学术思想以西学概念 “哲学”进行近代学术的范式转换，从而拥有了 “日本哲学”这个近代学术领域。然

而，随着此后日本学界对 “西方哲学”本质认识的深入、对自身文化与思想的历史反思以及日本学术主体性

追求的强化，在 “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出现之后，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期开始，关于 “日本哲学”的探

索，仅限于以近代以后的文本为对象，从而在 ４０年代以后，学界逐渐形成了把近代以前的学术史归入 “思想

史”研究领域、而 “日本哲学”的研究仅以近代以后研究西学及在西学影响下出现的哲学论著作为其探索对

象的畸形学术格局。以近代为界进行学术性质的区别以及研究领域的切割，迄今为止仍然是日本学界的主流

认识，大凡言及 “日本哲学”，一般都只是指近代以后的学术论著。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进行过相关阐

述。① 然而，近年来日本学界却有新的学术动向，出现了所谓 “世界哲学”的探索。这种动向显然具有打破

近代以来日本学术传统之畸形格局的探索性质。不过，探索与建构 “世界哲学”，其学术目标并非仅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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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林美茂：《从 “哲学”到 “中国哲学”———近代日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接受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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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近代前后断裂之狭隘的层面，其本质追求更为高远，呈现出寻求突破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崭新

气象。通过这种崭新的学术现象，我们既可以了解近年来日本学者关于 “哲学”认识的转变以及 “哲学”探

索的前沿视角，也能够触及日本学界努力追求推陈出新的学术精神，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思想在新

时代应该如何发展、探究如何突破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话语束缚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哲学的两难”与 “世界哲学”的提出

２０２５年 １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 《世界哲学史》（９卷本）译著，该译著是日本学者伊藤邦武、纳
富信留等主编，筑摩书房 ２０２０年出版的 《世界哲学史》 （１—８卷＋别卷）的中译本，是近年日本学界关于
“哲学”新探索的前沿学术成果。

根据 《世界哲学史·１》的 “后记”可以确认，日本学界提出建构 “世界哲学”的理念，与 ２０１８年 “世

界哲学会”（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在北京召开的大会直接相关。“后记”执笔者纳富信留 （东京大

学）明确表明：“‘世界哲学’是日本学界面向 ２０１８年 ８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会大会而提出的 （哲学）

理念。”① 这是由于自 １９００年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以来，日本尚未举办过这个国际学术会议，而在北京召
开的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将会投票产生下一届举办国，纳富信留在 “后记”中坦承，“世界哲学”是为了将

来在日本举办这个国际学术会议而 “作为日本的 （关于）哲学的应有形态的提案”。② 虽然日本最终并没有争

取到下一届举办国的机会，但是在日本学界关于 “世界哲学”的探索与建构却以此为契机逐渐发展为一种新

的学术运动，成为此后日本的哲学研究者们探讨的重要话题。

数年来，参与这个哲学问题讨论的主要学者，除了主导者纳富信留之外，还有京都大学的出口康夫、立

教大学的河野哲也、东北大学的直江清隆等，而关于 “世界哲学”的问题，首先在 ２０１９年度的比较思想史学
会、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被广泛讨论，从而促成了由纳富信留牵头，

京都大学的上原麻有子、东京大学的中岛隆博等共同参与策划，开始着手 《世界哲学史》的编纂、出版工

作。２０２０年 １月至 ８月，筑摩书房以 “筑摩新书”的形式，每个月 １本出版了共 ８卷本的 《世界哲学史》丛

书，同年 １２月，另外编辑出版了参与者座谈会的内容，作为 《世界哲学·别卷》，自此，９卷本 《世界哲学

史》论丛走进读者的视野，引起了广泛关注。２０２４年 １月，筑摩书房又出版了纳富信留的单行本论著 《世界

哲学之劝》，再次向学界展示了关于 “世界哲学”的哲学理念以及学术构想，并在该书的封面扉页折口内，

明确表明了 “所谓世界哲学，是 （一场追求）从根本上改组西方中心的 ‘哲学’，创造更为普遍且多元的哲

学探究的 （学术）运动”③。

日本学界在 ２０１８年提出的 “世界哲学”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世界各国的哲学”

的罗列，而是基于上述 “学术理念”探索一种作为哲学的 “世界哲学”，以此统括世界各国的哲学历史，重

新审视 “哲学的应有形态”之崭新的哲学探索。正如该丛书编者之一伊藤邦武所言，世界哲学所追求的 “不

是简单的关于多数文化、地域的哲学传统的并列性列举，而是对东西世界、南北世界中不得不承认 （所存

在）的无数断绝进行确认，同时寻求超越这种断绝而聚焦 （那些）被发现的交流、混合的实际形态，并以各

种时代中各种哲学之独自的方法 （尽可能清晰描绘出）足以呈现 ‘世界哲学’的形态……”④ 为此，触发日

本学界 “世界哲学”理念产生的直接契机，最初也许是为了能在日本举办 “世界哲学大会”，但其根本原因

并非如此简单，其中蕴含着日本学界对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冷静反思，寻求超越西方地域性学术标准

的垄断，探索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之 “一”与 “多”圆融统一的 “哲学”应有形态。这种探索是一种积极的、

对近代以来 “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应对性思考，其出现标志着原来处于潜在状态的反思自此走向了显在。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东亚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转型与话语重建，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虽然备受批

判，却仍然渗透到每一位学者的学术思考之中，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西方的学术标准看待自己国家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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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１》，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２９３页。
纳富信留：《世界哲学のすすめ》，ちくま新书，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４年，封面扉页折口内侧页。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８》，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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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统。自黑格尔的东方传统学术非哲学的观点①出现以来，印度和日本学界似乎并没有激发出审视自身传统

究竟应如何看待的广泛话题。然而中国学界却不同，２００１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来访时在上海的非正式场合表
达了 “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② 的观点，触发了学界长达四年的关于 “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甚至

到现在该问题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学界。对于中国哲学作为 “哲学”是否合理的问题，其实早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就已经有过类似的质疑③，在同时期的中国学界，金岳霖审读冯友兰 《中国哲

学史》论著时也提出了如何定性的疑惑④。

为了应对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质疑，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近年出现了关于
“汉语哲学”探索之崭新的应对性策略。在日本学界虽然不存在关于传统学术作为哲学 “合理性”的直接质

疑与纠结，但在日本学者中这个问题却同样存在，中江兆民的 “日本无哲学”论断⑤一直是日本学者无法消

除的学术阴影⑥，前述以近代为界划分 “思想史”与 “哲学史”的不同研究领域，这种壮士断腕式的应对之

策也源于此。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已在数篇论说中有所述及，在此不再赘述。从结论而言，以往的日本学界

所采用的这种解决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其中所存在的近代前后的学术文本究竟应该如何以 “哲学”范式进

行合理贯通与建构的问题只是被学界暂时搁置，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贯穿传统与近代以后的 “日本哲

学”何以确立、如何确立等问题。笔者对此曾以 “未完成的近代学术转型”予以批判性指摘。⑦ 当我们了解

了近代以来 “日本哲学”探索与重建的学术历程，对于近年来日本学界提出 “世界哲学”的理念以及建构性

探索，其真正的意图与目的就不难把握，其中蕴含的学术追求其根源已经触及如何重新审视近代以来日本学

界关于 “哲学”认识的传统反思。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近年日本学界对于 “哲学”出现了一种颇具破坏

性与说服力的批判性视角，那就是他们注意到，如果以起源于古希腊的 “哲学”这门学问，作为一种关于

“哲学”的标准衡量世界各国的传统学问，从而成为非西方学术传统作为 “哲学”的否定性、不合理性的依

据，其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两难困境。

要认识 “哲学的两难”问题，首先需要明确 “哲学”与 “普遍性”的关系。一般认为，哲学所探索的问

题，皆与 “普遍性”的探索相关，或者说 “哲学”就是为了探究人的认识所具有 “普遍性”意义的本质。然

而，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对此，纳富信留分析指出：

在古代希腊，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被定义为爱 （Ｐｈｉｌｏ）智慧 （Ｓｏｐｈｉａ）的生存方式。只要哲学是指以真理
为目标的求知中而活着的人的生存方式，其中就必然能够看出普遍性 （的追求）。所谓普遍性，拥有遍及一切

而作为其自身得以确立的意味，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哲学与两种普遍性相关：第一，哲学不问时代、

文化、语言，只要人基于思考而活着，就会有普遍性追求。第二，哲学具有以普遍性为对象 （的探索本质），

也就是说，所谓哲学是与普遍性相关的知性活动。⑧

当我们认识到 “普遍性”具有这样的双重意蕴，就不难发现以 “普遍性”探究为本质之西方的 “哲学”定

性，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从 “普遍性”的第一种意义而言，必然推导出 “只要人类是具有普遍性 （追

求）的存在，不拥有哲学的时代和文化就不存在”的结论。而从第二种意义而言，则蕴含着 “不以普遍性为

主题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认识”。在此，两种认识显然出现理论性逻辑困难。关于第一种情况，其理论困难是

“如果与哲学无关的时代、文化是存在的，或者多少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那么哲学对人类而言就不是普遍性的

事情”。而第二种情况中的理论困难则更为明显，“考虑到历史上被展开至今的哲学性探索的多样性，那些

（探索）是否同样都是把普遍性据于目标的追求则令人产生重大疑问……然而，如果是没有普遍性意识的思

考法就不能称为 ‘哲学’，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是普遍性的追求的界定则因此崩溃”⑨。由此可见，“哲学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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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１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 ９８ １２６页。
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２００２年第 ２期。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２８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６年，第 ５２１页。
参见金岳霖：《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见冯友兰：《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６０３页。
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第 １０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３年，第 １５５页。
参见中村雄二郎：《ナカエニズムと西田几多郎——— 「続一年有半」再考》，此文刊载于 《中江兆民全集》第 １０卷，月报 １。
林美茂：《从 “哲学”到 “中国哲学”———近代日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接受史研究》，第 ２４０页。

⑨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１》，第 ４０ ４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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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否成立，在逻辑上成为一个难以自洽的问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纳富信留指出西方哲学中存在着 “哲学的两难”逻辑困境，并进一步表明，关于 “世

界哲学”的追求就是要超越这种困境，从而确立崭新的 “哲学”探索理念与目标。他说：“围绕普遍性困难

聚焦 ‘西方哲学’，对此再定式化，则可称之为 ‘哲学的两难’问题。这是 ‘普遍性’那样哲学的定义性内

容，与西方起源那样历史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① 由此，“哲学”仅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衡量世界各国的学术

之 “两难”问题自然产生：一方面，正如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学术被那样的对待，将其作为非西方性、非希

腊性的思考从 “哲学”的领域排除，同时又把哲学那种学问视作 “普遍性”的存在，在这里哲学的 “普遍

性”界定显然不成立。如果仅把希腊传统及其后继者之西方哲学看成 “哲学”，“普遍性”问题就不是哲学的

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把 “普遍性”作为哲学的本质，这是极其西方性的、仅局限于希腊性见解的立场，而

其他文化与时代的思考由于不具有希腊式的 “普遍性”探索特征，往往被排除在 “哲学”之外。然而，仅以

希腊式的 “普遍性”作为哲学的本质，显然只是一种基于特定地域 “特殊性”的 “普遍性”标准，而这种标

准所拥有的希腊式的 “特殊性”，其缺少的正是 “普遍性”的思考。在这里 “哲学的两难”逻辑困境显而易

见，那就是把非西方性、非希腊性的学问从 “哲学”中排除，这种哲学则不具有 “普遍性”意义。而把 “普

遍性”作为哲学的本质，并以西方性、希腊性为衡量标准，这种标准只是以 “特殊性”取代 “普遍性”，缺

少的正是 “普遍性”本质。因此，仅以西方性、希腊性作为哲学的定性，并以 “普遍性”探索的本质之有无

作为衡量 “哲学与否”的标准，在逻辑上就难以自洽。

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 “世界哲学”乃至 “世界哲学史”的建构性探索，其根本原因正是认识到以西方哲

学为 “哲学”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所存在的这种逻辑上不自洽的问题，把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哲学予

以相对化，从而寻求确立评价东方之中国、印度乃至日本哲学传统的基础，在揭示建构 “世界哲学史”意义

的同时，探索东亚传统学术作为哲学的可能性。为此，“世界哲学所展开的哲学 （探索），不应该仅探究本来

特定的人种、民族、文化而排除其他人们 （的知性活动）”②。该学术运动的推动者、建构者纳富信留宣称：

“我们所要追问 （探究）的是，超越人类自然地进行至今的思考、生存方式，可以称为 ‘哲学’之新的知性

活动，何时？如何得以确立 （的问题）？那不是排他性的、一元性的历史，（作为哲学）在多元性且敞开的普

遍性中能否得以确保 （的问题）？这是进行世界哲学建构性探索之我们的课题。”③

二、东亚摆脱近代学术束缚的两种理路

东亚近代学术的束缚具有双重性，既有标准的束缚，也存在观念的束缚。要摆脱这种双重束缚，既要审

视近代学术标准的合理性问题，也要去除近代学术观念的潜在性作用。

关于近代学术 “标准的束缚”，这是东亚学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

都经历了对本国传统思想进行近代范式转换的过程。其中，都存在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 “西方哲学”为标

准的束缚。当然，这起源于西周把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 “哲学”，是从近代日本新创立的东京大学文学部把

“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的。在近代日本，无论是松本爱重把曾在 “哲学馆”讲授的 “国学”课程内容改

名为 “日本哲学”进行讲述，还是井上哲次郎把江户的阳明学、古学、朱子学以 “哲学”之名进行近代话语

转换性建构，情况皆是如此。而诞生于近代日本的 “中国哲学”，最初讲述者同样是井上哲次郎，其所使用

的一些学术概念以及所采用的学术范式也都取之于西方的 “哲学”。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如果没有在近代引

进西学概念，也就没有所谓的 “东方哲学”“日本哲学”“中国哲学”这些近代学科与学术概念。胡适、冯友

兰等撰写的 “中国哲学史”同样如此。比如，冯友兰坦言：“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

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④ 而蔡元培为胡适 《中国

哲学史大纲》（卷上）作 “序”时也指出，撰写该著作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

５２

①

④

②③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１》，第 ４２、４０、４４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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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①。这种关于以西方哲学为范式标准的认识一直持续

到现在，在学界基本成为一种共识，一讲到 “哲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意义的 “哲学”。如前所述，日

本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之后，所谓的 “日本哲学”基本仅限于近代以后的文本及其相关的研究，这是日本学界以西
方哲学为标准衡量 “哲学”的最好例证。对此，中国学界的许多学者也有过相关指涉。如张立文所言：“一百年

来，中国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及其学科范式，在学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以西方哲学为哲学，

以其学科范式为范式，甚至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② 所谓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日本学界长期存

在的对近代前后学术史进行 “思想”与 “哲学”的切割等，都是 “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认识标准所致。

而 “观念的束缚”则是由于上述 “标准的束缚”所带来的结果。近代以来，大凡言及 “哲学”，人们自

然地就会想到 “西方意义的哲学”，久而久之，人们的思维就从原来有意识区别渐渐变成了无意识的接受，

学术文章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广泛使用着来自西方哲学的各种概念，如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等，

人们在学术观念上无意识地被西方学术思维所左右，并以此判断与审视自身传统的学术。正因此，日本学界

才会把近代以前的学术传统从 “日本哲学”中排除，中国学界才会有一些学者认同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指

摘，另有许多学者则需要回应这种所谓的 “合法性”质疑。正如张志伟教授所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经

过 １００多年来西方哲学的熏陶，我们习惯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反而感到格格不入了。”③

这不仅局限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中国哲学或日本哲学研究者也基本如此。中国学界如此，日本学界

更是如此。正因如此，“日本哲学史”课程直至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才最初出现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课程中，迄
今为止日本也只有这一所大学有这个课程。村冈典嗣在 ３０年代就已经指出：“如果把哲学放在其本来严密的学之
意蕴来理解，所谓的日本哲学史……那必须是西方哲学的引进，与引进期间逐渐达到创造出日本性哲学过程的历

史。”④ 日本学界对于哲学的认识，岩波版 《哲学·思想事典》中关于 “哲学”的词条解释，基本可以代表学界

的共识：“哲学就是来自西方的，追求严密的逻辑性、关于统一的、全体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之知的探

索，这是其基本性格。……哲学是以从根本 （出发）对事物进行本质考察之知的探索为特色 （的学问）。”⑤ 就这

样，上述对于 “哲学”的认识，已成为学者对于 “哲学”的一种观念性存在，集体无意识般成为人们关于

“哲学”的观念，无论是否从事哲学研究，学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这种判断来理解 “哲学”。

在上述关于 “哲学”的标准与观念束缚中诞生的近代以来的 “日本哲学”或 “中国哲学”，就像金岳霖

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读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时所指出的那样⑥，与其说是 “日本的哲学”或 “中国的哲学”，

不如说那只是 “哲学在日本”或 “哲学在中国”的存在形式，人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

学术话语的合理性。对此，中国学界也一直寻找突破的路径，学者通过各种角度解构 “哲学”，企图摆脱近

代以来西方学术标准与观念的束缚。在这些探索性言论中，较为一致的认识倾向与解决方法，基本蕴含着直

接或间接地对哲学进行 “广义”与 “狭义”的区分，以此对应与弥合西方意义的 “哲学”与东方传统的

“思想”之间的割裂，并寻求二者的相同性内核，从而克服东方传统学术是否可谓 “哲学”的质疑问题。有

了 “广义”这一便宜性认识基础，当然皆可把中国的、日本的传统 “思想”装入 “广义哲学”这一框架之

中，从而挣脱以西方 “哲学”作为哲学的绝对标准的束缚。

对 “哲学”以 “广义”与 “狭义”进行区分，这种认识倾向在中日学界皆存在，被运用于对 “哲学”

的一般认识上。虽然不是所有学者都使用 “狭义”与 “广义”这样直接的表达，但在有关 “哲学”的认识与

确认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时，各种观点的内在逻辑皆蕴含着这种划分的理路。直接以广狭二分阐述的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页。
张立文：《为实现中国哲学的 “三个创新”而努力———在 “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收入彭

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５页。
张志伟：《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文化多元性———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收入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

科范式创新》，第 １７页。
村冈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第四），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４９年，第 １０２页。
《岩波哲学·思想事典》，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８年，第 １１１９页。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见冯友兰：《冯友兰集》，第 ６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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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张志伟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一文最具代表性。他说：“我倾

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

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

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 ‘思想’。”① 此外，在张祥龙、干春松等的论文中也直接使用 “广义”与 “狭义”的

区分。② 同样，日本学界在何谓 “哲学”的认识上也存在这种区分方式。比如，上述岩波版 《哲学·思想事

典》的 “哲学”词条，这种划分的理路同样存在。正是这种关于 “哲学”的广狭二义区分，衍生了一种被广

泛接受的东西方学术的理解与把握的范式，即西方的哲学是 “狭义的哲学”，东方的思想是 “广义的哲学”。

这样理解东西方传统学术的差异，是摆脱近代以来关于 “哲学”束缚的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理路。然而，这种

把握方式表面上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其本质仍然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同意识。

上述这种理解 “哲学”的理路与自我确认逻辑，其核心仅在于西方之外的学术传统是不是 “哲学”、有

没有 “哲学”的问题上，内在的理路仍然是把西方哲学作为 “哲学”的标准，并未摆脱西方学术中心主义话

语束缚。对此，张志伟已有所警觉，他指出：“正如只有 ‘数学’而没有 ‘中国数学’与 ‘西方数学’之分

一样，哲学也如此，虽然有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它实际上被看作普遍一般的 ‘哲学’在中国的特殊形

态，而普遍一般的 ‘哲学’的代表就是西方哲学。”③ 显然，这样的理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以西方哲学为 “哲

学”的 “束缚”。为此，上述所揭示的日本学界近年来从 “哲学”一般被作为 “普遍性”存在的审视入手，

分析这种被作为 “哲学”标准的 “普遍性”中存在着 “哲学的两难”问题，通过这种 “两难”问题的指摘，

寻求瓦解以西方哲学为 “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这是东亚学界寻求摆脱近代学术束缚的第二种理

路，其本质则是从审视、批判以西方哲学为 “哲学”这种标准中所存在的逻辑不自洽的问题入手，釜底抽薪

般之师夷制夷地摆脱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束缚，并在这种极具破坏性的射程之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构一

种崭新的 “世界哲学”的探索路径。

其实，中国学界也早已触及 “哲学”与 “普遍性”相关的问题，如 “希腊哲学的逻辑方法，近代哲学的

世界观和认识方法论，关于自我意识的分析，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等等，无不包含着人类意识和认识的普

遍性”④。然而，这种对西方哲学所具有的 “普遍性”本质的认识，却被运用于区别 “普遍”与 “特殊”的

关系语境，对应于西方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区别，从而走向逆对应于 “广义”与 “狭义”的划分认识。这种理

路的问题意识，其本质仍然停留在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是不是一种 “哲学”的论证上。

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２１世纪以来都在努力摆脱近代学术所带来的标准与观念的
“束缚”，并出现了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泛化对 “哲学”的狭义理解，提出哲学的 “广义性”问题，从而论

证东方学术作为 “哲学”的合法性；另一种则是指出以西方哲学为 “哲学”所存在的逻辑上 “两难”问题，

直接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 “哲学标准”，进而提出了探索具有全世界共通意义的 “世界哲学”。

三、“世界哲学”何为及其可能性问题

“世界哲学”究竟要做什么？与迄今为止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哲学”区别何在？其所设定的学术目标之

实现的可能性如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审视与考察。

根据 《世界哲学史》四位编者编撰 “世界哲学史”的意图与展望等发言，大致可以了解他们所要探索、

建构的是怎样的哲学。这四位编者分别是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其中伊藤邦武与纳富

信留的追求基本一致，都表明 “世界哲学”追求的是在 “哲学”场域中审视 “世界”，同时从 “世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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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参见彭永捷主编：《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保定：河

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３７页。
参见张祥龙：《中国哲学？道术？还是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参见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第 １９１
１９５页；干春松：《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四个角度》，参见彭永捷主编：《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第 １４１页。
张志伟：《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文化多元性———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参见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

科范式创新》，第 ３０页。
赵敦华：《哲学史的现代重构及其解释模式》，参见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第 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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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局限于西方的视角）出发重新探究 “哲学”这门学问。① 对此，伊藤邦武的表述是：“在哲学这样的场域中

叩问 ‘世界’，从 ‘世界’的视野出发重新追问哲学这种学问。”不过伊藤邦武对于进行这种探索的原因做了

说明，他指出，迄今为止的哲学史一般都仅以西方为对象，西方之外地域的学术传统，皆被排除在 “哲学

史”之外。然而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已经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框架，呈现出多元交融的崭新时代，所

以需要探索构筑具有世界意义的 “哲学”。与此原因的说明不同，纳富信留则强调 “世界哲学”探索的视野

与所覆盖的时间范围，他明确表明 “在这里，我们的传统与人类知性的可能性被重新探讨。从人类、地球这

样的大视野，与过去、现在、未来那样的时间之流淌出发”②。虽然此言中并没有关于 “世界哲学”探索的原

因说明，但其潜在的认识与伊藤邦武并无二致，他强调 “人类、地球”，也就意味着此前的 “哲学史”缺少

的正是这种世界性视野，与伊藤邦武指出 “哲学史迄今为止仅以西方为对象”的内涵是一致的。

与伊藤邦武、纳富信留所表明的理念与追求基本一致不同，山内志朗、中岛隆博二人则呈现出各自不同

的视角。如果说伊藤邦武、纳富信留关于 “世界哲学”探索的理念与目标，在于强调哲学需要的 “世界性”

视野，那么山内志朗则着眼于世界各地域知性传统的 “特异性”探究，认为 “世界哲学”不是要从普遍概念

所意味的 “世界”中，探究其 “作为绝对精神之显现的哲学流变”，更不是为了消除 “特殊性” “个体性”

而追求 “普遍性与全体性”，相反，它是以 “包括性”与 “多样性”为目标的哲学探索。③ 为此，他明确表明

“世界哲学”的探索并非为了揭示、显现 ２１世纪世界的 “绝对精神”，而在于 “尝试着揭示地域之局域性在

发挥自己的特异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这件事”④。显然，山内志朗所揭示的 “世界哲学”，其着眼点落在 “局

域性”而非 “世界性”问题上，关于世界各个地域的 “特殊性” “个体性”才是重点，在此基础上，即在

“包括性”与 “多样性”中，探索各地域 “特异性”所蕴含的 “普遍性”问题。

与上述三位编者相比，中岛隆博的认识显得较为笼统，他首先只是顺着 “世界哲学史”这个概念，解释

其含义 “是作为世界、哲学、历史的复合词，思考世界哲学乃至世界哲学史”。进而表明，这种探索的问题

意识，是要重新审视 “世界是什么？哲学如何重新构想？讲述历史是怎样的事情？”而 “世界哲学”探索的

出现，正是由于 “被这样的追问所驱使，（我们）被要求实践性地 ‘进行世界哲学的探索’”⑤。

以上四位编者虽然各自存在不同的视角，但有一个理念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强调 “世界哲学”并非 “单纯

地汇集诸地域的哲学性探究”进行拼凑罗列 （如果那样就与以往罗列性的关于世界各国的哲学史没什么区别），

而是在 “哲学”这样的学术场域中，重新审视世界各地域学术传统所具有的 “哲学性探究”究竟如何、“哲学”

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其内在的 “普遍性”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等问题。正因为如此，着重强调 “局域性”探索的

山内志朗也表明，那是为了揭示 “特异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追求。“世界哲学”探索出现这样的思考，当然

是源于近代以来世界上所谓的哲学皆建立在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之上。正如伊藤邦武所言，那是因为 “哲学史迄

今为止仅以西方为对象，此外的地域、传统皆被置于此框架之外”，而这种认识早已被近代以来世界学界所共有，

成了一种衡量学术之自明的前提。显然，“世界哲学”的探索，就是要打破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建构一种

超越以往以地域性作为绝对标准衡量世界传统学术的学术尺度，追求在 “哲学”的场域中重新审视世界各地域

的文化与思想传统，即山内志朗所说的 “尝试着揭示地域之局域性在发挥自己的特异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之

去西方标准化的 “哲学”探究。那么，其探索重心当然需要从重新审视 “世界是什么” “哲学如何重新构想”

“讲述历史是怎样的事情”（中岛隆博）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在 “人类、地球这样的大视野，与过去、现在、

未来那样的时间流淌”之大时空的宏大理性框架中，重新探究 “我们的传统与人类知性的可能性”（纳富信留）。

这样的学术目标与学术理想，与日本学界唯西方哲学范式为标准的近代以来学术传统显然不同，反而与

我国近代以来一开始就把自身思想传统都作为 “哲学”进行 “哲学史”梳理、阐述与建构的路径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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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６》，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页；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
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２》，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２页。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２》，第 １２页。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４》，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页。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５》，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３页。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８》，第 ２９５页。



“世界哲学”何为

从这个意义而言，日本学界所提出的 “世界哲学”探索理念多少有些 “走回头路”的意味，即回到近代初期

井上哲次郎所尝试开辟的关于东亚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路径。但也要注意到，“世界哲学”理念与探索目标，

把 “世界性”问题引入对西方意义 “哲学”的审视，通过 “世界性”与 “区域性”的关系入手，分析揭示

了仅以起源于古希腊的 “知性”传统作为 “哲学”的世界性标准，存在着哲学的 “普遍性”本质意义上无法

克服的 “两难”困境。重新审视世界各地域的知性传统所具有的 “哲学”意蕴，对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学术

话语，其有效性和批判性不言而喻。

然而，“世界哲学”所高举的重新审视 “哲学”的探索理念，也仅仅停留在理想的层面，其所寻求的非

拼凑性地汇集世界各地域的知性传统、呈现 “特异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之世界性的 “哲学”究竟如何得以

实现，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契合性成果。就目前 ８卷本 《世界哲学史》系列论丛 （其中 “别

卷”只是座谈会内容的汇编，应除外），还不足以揭示这种理想的实现预期。而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探索方法

才能实现预期目标，还需要此后不倦的探索。日本学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纳富信留在 《世界哲学史》出版

之后的其他论说中，把 “世界哲学”界定为 “哲学探索的一种方法”，并对此进一步做了补充说明，表明世

界上所存在的许多不同地域与传统，通过 “比较对照各种个别传统，从中找到普遍性哲学的形态，就是世界

哲学”① 方法的意蕴之所在。他认为 “比较世界多样的传统与见解，并对此进行探讨的方法”，就是 “世界哲

学”所追求的 “哲学本来的形态”。② 显然，“世界哲学”的探索与建构，首先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变革。对

于这种建立在 “世界哲学”理念上的探索方法，纳富信留明确指出，需要 “采用 ‘比较哲学’与 ‘哲学史’

的两种框架”③，以此整体审视世界各地域的知性传统。他认为：“进行比较哲学的探索者，在辨别各种不同

关系的基础上，正确地比较其中的共通性与相异点的同时，从中不断产生崭新的思考。”④ 显然，这种 “崭新

的思考”，就是 “世界哲学”所预期的产出目标。

如果以 “比较哲学”作为探索方法，则需要明确其多元的探索主体与其中的比较对象究竟是谁以及是什

么等问题。对此，纳富信留认为：“世界哲学的主体应该是世界中所有的人，同时作为世界哲学的对象，也应

该是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言论。”⑤ 确实，当 “哲学”的主体与对象能够如此多元，仅有西方哲学才是哲学的

判断显然不能成立。为此，他宣称：“以世界全体的哲学为对象，其哲学探索则以各种各样的人为主体参与

（探讨），这样的 ‘世界哲学’才真正是丰富的，才是人类知性之可能性与潜在性得以最大发挥之探索。世界

哲学 （探索），正是我们认识当今生存场域与自身形态之契机。”⑥

在上述关于 “世界哲学”之宏大愿景面前，我们当然可以得到诸多的启迪，然而同时也会产生诸多的疑

问，在各种疑问中，有两点尤为重要：（１）放在 “世界哲学”视野中，作为 “哲学”探索的 “主体”，即所

谓 “世界中所有的人”，究竟是否需要区别 “哲学家”与 “哲学研究者”“爱好者”的不同？若以上述关于

“世界哲学”的理念而言，似乎这种区别不需要存在。（２）一般认为，“哲学”这门学问需要一定的关于知性
探索的衡量标准。这种判断标准是什么？在上述的 “世界哲学”思考中，似乎也不存在这个标准，因为他认

为人类的一切知性活动，可以不问对象，都可视作 “哲学”探索，即所谓的 “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言论”。

如果这样，“哲学”与 “思想”的区别则几乎不存在，那么古代希腊哲学所反复批判的、关于人的 “臆见”

（ｄｏｘ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与使 “哲学”成为哲学之孜孜以求的 “真知”（知识，ｅｐｉｓｔｅｍｅ）的区
别，在上述这种理念中似乎不需要存在了。然而，“哲学”与 “思想”的区别，正是建立在这种使 “哲学”

得以确立的、严格区分 “臆见”与 “知识”的根本前提之上。

总之，关于 “世界哲学”探索的新动向，对于超越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心主义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从

９２

①

②

③④⑤⑥　 纳富信留：《世界哲学のすすめ》，ちくま新书，第 ３９、３９、４５、４２、４３页。
以上引用的这句话请参见纳富信留：《世界哲学における东アジア———第 ７回日中哲学フォーラム （２０２３年 ９月、东北大学）基调
讲演》论文，第 ２页。在这篇讲演稿中，纳富信留教授向我们阐述了日本学界近年来关于 “世界哲学”探索的缘起与研究现状以及

独特的哲学视角，并对于从现在开始，中日两国学界应该如何展开相关研究揭示了其可能性的展望。特别是他提出了以汉字文化圈

的东亚地区作为共有的文化基础，共同构筑 “东亚哲学·东亚哲学史”的重要性，并阐明了确立 “世界哲学中的东亚哲学”的可能

性以及所需要探索的诸问题等。这篇 “基调讲演”论文被收入 《世界哲学之劝》（纳富信留：《世界哲学のすすめ》，ちくま新书）

第 ３８ ５０页中，并以 “何谓世界哲学？”作为篇名，但个别地方内容有些许修订，上述这句引文在该书中则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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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 “以西方哲学为哲学”认识中存在的 “哲学两难”问题出发，立足于世界各地域的知性传统之多元的视

角，并以世界全体的视野重新思考与探索 “哲学的应有形态”，建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哲学”，这是 “世界

哲学”探索所揭示的学术目标。正如所知，只要谈及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的人类知性探索，都会如影随

形一般进入人们的思维与判断之中。那么，对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概念的相对化认识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为
此，日本学界在揭示以 “普遍性”为本质的 “哲学”中存在 “两难”困境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阐明，

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意义的 “哲学”，其本质也只是一种 “狭义的思想”，这一问题正出在其中对

于 “真知”（ｅｐｉｓｔｅｍｅ）与 “臆见”（ｄｏｘａ）的严格区别之中。正是这种区别，导致起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
学其本质也只是一种 “狭义的思想”，即以 “哲学”探索的形式所呈现的地域性 “思想”。为此，我们只有认

识到，世界各地域的知性探索其实都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 “思想”，才能真正让西方意义的 “哲

学”得以相对化，让 “世界哲学”的探索与理念，真正有效地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束缚。

然而，日本学界关于 “世界哲学”的探索，似乎尚未明确意识到并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仍然停留在

“狭义哲学”与 “广义哲学”的区别性认识之中。这并非笔者的臆断，丛书的编者之一山内志朗明确表明：

“在这个 《世界哲学史》的规划中被思考的是，并非 （始于希腊之知的探索）那种狭义的哲学……出现的应

该是其 ‘哲学’之广义哲学究竟在哪里显现那样的追问。”① 为此不得不说，如果以 “哲学”为关键词，理解

西方与西方之外地域的知性传统之 “狭义”与 “广义”的关系，无论如何探索，都会陷入西方标准的知性泥潭，

其批判性无法真正抵达问题的本质。“世界哲学”的探索，需要把思考的重心转向对于 “西方哲学”也只是一种

“思想”的本质，即希腊哲学所谓的 “臆见”问题的揭示，并以 “思想”为最高概念统合世界各地域的人类知性

探索传统，其所具有的对于 “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之传统哲学观的批判才能真正有效。至于为什么说 “西方哲

学”的本质仍然仅停留在 “思想”的层面，那是因为一切哲学探索迄今皆未真正抵达其所追求的 “真知”的把

握，没有达到 “真知”的认识都只是 “臆见”，只是 “思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１７ＺＤＡ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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